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家庭支持方案 

 

一、家庭支持方案的定義 

「家庭支持方案 (Family-Responsive Benefits)」一詞也有人稱「家庭友善方

案 (Family-Friendly Benefits)」。從九○年代初期開始，美國便將「家庭友善 

(Family-Friendly)」一詞轉變為「工作╱家庭 (Work/Family)」，以避免過度強調

勞工的家庭責任而造成單身者的反彈 (Scheibl & Dex , 1998)。 

 

Glass & Fujimoto (1995)認為家庭支持方案是包含所有在經驗上對於那些具

有父母親身分的受僱員工而言，能夠減低他們在工作─家庭方面衝突的福利、勞

動條件或人事政策；Strachan & Burgess (1998)認為家庭支持方案是認同受僱者在

工作場所以外的家庭責任而發展和執行的一種政策，使勞工能夠同時兼顧工作與

家庭責任。王麗容 (1998) 則認為，在定義上可界定為企業體協助員工在達成工

作任務之時，也能兼顧其家庭特殊需求及家庭目標，而所提供的特殊方案策略和

服務。Hartin (1994)說明家庭支持方案是「將工作對家庭生活的衝擊減到最低的

一種設計」，並指出家庭支持政策可以有效提供多樣化的產假、陪產假、病假與

以緊急情況為由的請假，另外還有職涯暫休、延長休假、彈性工作、兼職工作與

排休。1994 年澳洲工業關係部次長 Gary Johns 定義家庭支持政策為彈性工作的

安排、長期性的兼職工作、工作分享、職涯暫休計畫、有給薪或無給薪之家庭假

以及兒童和老人照顧，以協助勞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 (Strachan & Burgess, 

1998)。 

 

簡言之，家庭支持方案可說是提供有家庭責任之勞工一些方案、措施或福

利，協助減輕他們在工作與家庭方面的衝突，並使其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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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支持方案的起源 

家庭支持方案推動的原因是西方社會的人口變化。這些人口變化包含：大量

的婦女進入勞動市場、人口老化以及技術工人的短缺等 (Spearritt & Edgar, 

1994)。尤其在七○與八○年代，婦女勞動參與率持續增加，到九○年代增幅才

逐漸趨緩 (Hayghe, 1991)。許多婦女雖然成為勞動市場的一員，但在傳統的社會

規範下，她們仍無可避免地必須繼續負起照護孩童的責任。 

 

在八○年代晚期，西方國家的文獻顯示出大多數的職業婦女必須肩負家庭照

顧和收入的責任，但她們卻難以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對她們造成極大的

壓力與緊張。有研究報告指出，那些產後繼續就業的婦女，在就業與母親的身份

中掙扎，造成心理上的困擾和婚姻的緊張，並大幅降低其職業成就( McLanahan & 

Adams, 1987; Ross & Mirowsky, 1988)。有許多母親必須照顧孩子或生病的家人，

這可能會與工作有所衝突，造成這些受僱母親經常曠職、遲到或早退，並影響他

們接受額外的工作任務的能力，如出差等(Wolcott, 1990)。而許多西方工業化國

家的家庭和企業越來越依賴這些女性勞動力，因此，必須及早制定強而有力的政

府政策來保護這些有小孩的家庭 (Kamerman & Kahn, 197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歐國家便提出所謂的「家庭政策  (family 

policies)」，以確保國家女性的生育率 (Haas, 1991)。此外，針對大量進入勞動市

場的婦女所產生的工作、家庭衝突，西歐的福利國家給予雇主相當大的責任，確

保雇主提供員工家庭福利，並透過立法與賦稅政策提供有年幼子女之父母有給休

假或減少其工時，並對這些有子女的家庭之所得進行重分配 (Glass & Estes, 

1997)。 

 

相較之下，美國政府則未積極制定所謂「家庭政策」的社會福利制度，國家

提供的公共托兒較少，家庭假的福利也處於低水準的狀態，國家的干預盡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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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到最低，所以美國婦女必須倚賴企業內的「家庭支持方案」規定來獲取額外的

育嬰假、家庭假以及托兒設施等，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 

 

從其發展脈絡下看來，家庭支持方案並非是一個創新的企業福利。實際上這

類的家庭支持方案的範圍與社會福利所界定的「家庭政策」相似。從福利的實施

面來看，它是福利多元主義 (Welfare Pluralism) 主張下的產物，強調福利的滿足

不應只界定由政府來提供，應該經由不同的途徑，包括企業來達成，同時也是福

利私（民）營化的新趨勢 (王麗容, 1998 )。 

 

三、家庭支持方案的內容 

有關家庭支持方案內容方面，Kamerman & Kingston (1990)指出，家庭支持

方案的概念通常會會涉及到兩種類型的人事政策。一種是企業社會福利體系中的

附加條款，亦即為雇主提供給員工們的一種額外福利和服務。一般來說將家庭支

持視為是「附加福利」，例如： 

 對兒童照顧的協助：可能透過公司附設托兒所、津貼補助或是提供資訊參考

的服務。 

 分娩期間有較寬鬆的調整：特別是在個人病假之外，另外給予有給薪的產假

或家庭假。（附帶一題的是，「支持性」工作場所在形式上會保證產後復工的

員工一個與產前工作條件相當的工作，並且不會因為產假而喪失年資或福

利。） 

 彈性福利計畫：就是所謂的「自助餐計畫」，員工可以選擇最符合其家庭需

求的工資福利。 

 

另一種是透過修改傳統型態的工作時間表使員工能因應家庭需求，例如： 

 彈性工時：允許員工在自行決定上下班時間，能夠讓他們協調工作與家庭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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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的兼職工作：不同於其他的兼差僱傭關係，一份長期的兼職工作包含責

任、向上流動的潛力以及與全職員工之福利成比例的獎勵（包含福利之給

予）。 

 工作分享：這是長期性兼職工作的轉化。在這個安排之下，兩名員工共同擁

有一份職位，並給予他們兩人全職工作的責任與獎勵，但員工工作時間較少。 

 更多調整性的休假政策：多數員工會被同意給予有薪的「病假」，但在一個

「支持性」工作場所中，員工有權利運用個人的時間來照顧家庭成員，例如

照顧生病孩童或年邁父母。因此，支持性工作場所也應該同意給予一段類似

產假且時間較長的正式假期，讓員工可以照顧生病的家庭成員。 

 

Strachan & Burgess (1998)則將所得安全  (income security) 、就業安全 

(employment security)納入家庭支持方案的範圍內，並將家庭支持性工作場所的安

排分為七大類，類型如下： 

 所得安全 (Income security)：最低薪資保障，並有規律且可預期的收入。 

 就業安全 (Employment security)：可預期的工時和不間斷的僱傭關係。 

 照顧安排 (Access to care arrangements)：托兒、老人╱失能者的照顧；可

以是津貼的補助或企業附設。 

 彈性休假安排 (Access to flexible leave arrangments)：使用一般休假的權

利、調換不同型態的休假以及使用無給或有給薪之產假、育嬰假、家庭假的

權利。 

 彈性工時安排 (Flexible working-time arrangements)：能因應家庭需求的多

樣化工時、分割式輪班、彈性工時、工作分享。 

 訓練與職涯發展：確保物業收入、就業安全。 

 創新工作安排：學習假、在家工作、遠距工作—這些都可在時間上做彈性的

調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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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chan & Burgess (1998)特別強調所得與就業安全是家庭支持工作場所的

重要成份，在僱傭關係中若沒有足夠的收入來支持一個家庭就不能算是「家庭支

持方案」，特別是處於低階工作的勞工或工作時數過少可能都會使勞工無法維持

一般家庭生活水平，並對其家庭帶來壓力。同樣地，不安全就業會降低勞工規劃

投保的意願，導致他們受到福利排除，這也與家庭支持的主旨相違。 

 

另外 Neal, Chapman, Ingersoll-Dayton & Emlen(1993)根據雇主不同程度的投

入，將家庭支持方案分為「政策」、「福利」與「服務」三方面：  

 政策：「政策」可被視為是處理勞工工作與休假安排的方式。政策可使勞工

得以處理某些特殊情況，例如勞工可以請病假來照顧自己生病的子女。通常

除了有給休假（病假、例假日、個人特別休假）之外，政策還包含間接的補

貼和現金補助。我們將所有的有給休假納入「政策」範疇，因為其主要的影

響是會增加工作時間安排的彈性，而非補償這段僱傭關係。 

 福利：「福利」是補償的一種形式，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提供，其目的主

要是（1）保護勞工免於受到收入的損失（2）支付疾病傷害或其他健康照顧

的醫療花費（3）例假日與勞工特休假假日的工資。也包含其他服務的相關

補助，像是法律、教育或依親照顧服務等。 

 服務：「服務」則是特別的項目，透過雇主直接提供給那些有特殊需求的勞

工。「服務」可以說是一種明確的協助而非直接的補貼。在我們的框架中，

對雇主而言「服務」是不同於「福利」的，因為當雇主選擇要提供這些特殊

支持的項目時，這些項目會被雇主視為「服務」，但對勞工來說，這些都是

「福利」。所以在表 1 的分類中，照顧補貼與照顧補助則同時被視為是「福

利」和「服務」。其中，「服務」方面，雇主的投入程度最多，「政策」則只

有最基本的投入，而「福利」則需要最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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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對有依親照顧責任員工之雇主支持 
支持項目 政策 福利 服務 

各種部份時間工作（部份工時工作、工作分享、自願

減少工時、階段性退休） 

 

ˇ 

  

彈性工時、壓縮工作週 ˇ   

彈性工作地點 ˇ   

輪調政策 ˇ   

病假、例假日與個人特別休假（有給薪） ˇ   

育嬰假╱家庭假 ˇ   

醫療假╱緊急事假 ˇ   

健康、生命及其他保險  ˇ  

失業保險、工人補償  ˇ  

抵扣稅額（公共性質）  ˇ  

依親照顧補償計畫  ˇ  

依親照顧津貼  ˇ  

長期照顧保險及其他保險  ˇ  

照顧優惠卷  ˇ ˇ 

照顧折扣  ˇ ˇ 

教育   ˇ 

資訊與轉介   ˇ 

諮商   ˇ 

照顧管理    ˇ 

公司附設托兒所   ˇ 

資源發展   ˇ 

資料來源：Neal, Chapman, Ingersill-Dayton, & Emlen (1993) 

     

綜上，家庭支持方案的內容其實非常多樣且廣泛，不過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2001 的

市場與社會政策報告中，將企業內家庭支持性安排分為四大項目，分別為基於家

庭因素的休假、基於家庭因素變更工作安排、兒童與老人照顧的實質協助以及相

關資訊與訓練之提供(Evans, 2001)，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基於家庭因素的休假： 

 臨時休假（例如：照顧生病子女或托兒所方面有突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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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給薪特別休假、無給特別休假、病假、遲到 

 產假延長至超過法定部份，不管是有給或無給 

 有給或無給的陪產假 

 有給或無給育嬰假（具有延長產假與陪產假的功能來照顧新生兒） 

 留職停薪 

 照顧年長親屬的請假 

 其他基於家庭因素而延長的休假 

（二）基於家庭因素變更工作安排： 

 減少全職員工的一週工作日數至四天半或是更少 

 每週彈性工時 

 短期契約工 

 將全日制工時轉變為部份工時或長期性的臨時工 

 工作分享計畫 

 在家工作 

（三）兒童與老人照顧的實質協助： 

 工作場所附設或委託特約等其他方式 

 提供父母親托兒的財務支持與補助（幼兒津貼或優惠卷） 

 假日時期間之兒童照顧（例如：舉辦營隊活動） 

 推動哺育母乳 

 工作場所內的雙親支援團體 

 照顧年長親屬的花費補助 

（四）相關資訊與訓練之提供： 

 產假工資與產假資訊的提供 

 主動告支援工相關福利政策，並鼓勵員工使用 

 額外的支持性資訊，例如：提供有關本地區托兒中心的資訊 

 產假期間的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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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留職停薪期間的聯繫 

 復工的相關訓練與課程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所提出的家庭支持方案內容較為詳細完整，故本

研究將就此內容進行後續研究討論。 

 

四、家庭支持方案的重要性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衝突，可能導致人事流動和離職，而雇主提供家庭支持方

案將可改善這種情況。雇主所提供的方案中若包含彈性工作表、休假規定與托兒

設施，有助於降低離職率，這對於有長期照顧責任的勞工而言，他們不必強迫自

己離開職場去照顧年幼的子女或年邁的父母。此外，對於那些因為照顧子女而經

常 缺 席 或 遲 到 的 員 工 ， 這 樣 的 情 形 也 會 獲 得 改 善 (Baughman, DiNardi & 

Holtz-Eakin, 2003)。 

 

員工離職對企業造成的影響，不僅是過去招募和培訓員工所投入之時間與金

錢上的損失，員工離職後企業重新招募、訓練至新進人員完全上手也需要一段時

間以及花費。Phillips (1990) 曾將一個職缺的招募相關的費用與舊員工離職至找

到新員工這段期間生產力的損失加以計算，發現離職率的成本約為一名勞工年薪

的 1.5 倍。因此，透過家庭支持方案讓員工的離職率降低，可以節省企業招募與

訓練方面金錢與時間上的損失。 

 

   此外，離職率的降低所帶來的效果是生產力的提升。因為家庭支持方案一方

面可以協助企業保留有價值的勞工，並可減少其他低效率的行為，例如降低勞工

不努力工作、遲到和曠職的情況(Blau, 1985)，另一方面又可以吸引許多優秀的

人才前來應徵，企業可以招募到高品質、高生產力的人員(Baughman, DiNardi & 

Holtz-Eakin, 2003)，進而企業整體的生產力得以提昇，企業的獲利即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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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and & Macpherson (2005)整理出有關家庭支持方案影響工作場所生產力

的論證如下： 

（一）效率工資：更優渥的補償能夠提高勞工的生產力。當這份工作有更優渥的

補償時，這份工作對勞工而言則變得很有價值，勞工也比較不會怠惰。 

（二）心理成本：若工作環境能夠處理那些有年幼子女（或即將有子女）之勞工

的家庭需求，則可以減低他們的心理壓力，這些心理壓力會導致勞工曠職或是有

不佳的工作表現，進而對生產力會有負面的影響。 

（三）互惠的交換：勞工體驗到其工作環境能夠處理他們現在或未來的家庭需求

時，勞工會更加努力工作、減少怠惰與曠職，對公司展現其最大的忠誠。因此工

作場所整體的生產力便會因為個別勞動生產力的提升與離職率的減少而大大的

提高許多。 

（四）工作媒合：家庭支持方案也是企業招募和吸引人才的方式，可以吸引更多

的應徵者前來應徵，使得企業更能夠挑選到符合工作職位的人才。 

 

在實證研究中，Konrad & Mangel (2000) 的研究顯示僱用較高比例的專業人

員和或女性勞工的企業，如果發展更為廣泛的家庭支持方案，會有較高的生產力

水準。在方案內容各項目中，也都有相關研究證明家庭支持方案對企業的好處。 

 

家庭支持方案中關於工時安排的部份中，相關研究證明如下：減少工時的策

略能夠提高員工生產力，並降低離職率和有家庭之員工的壓力 (Glass & Estes, 

1997)；彈性工作時間表的安排可以有效降低員工怠惰、曠職與人事流動 

(Christensen & Staines, 1990; Rothausen, 1994)；彈性工時方案不但可以減少怠

惰、加班和曠職，有家庭責任之員工請病假的比例和離職率都下降，並可以提昇

士氣和生產力，與工作滿意度也有正相關的關係 (Thomas & Ganster, 1995; 

Christensen & Staines, 1990; Mueller & Price, 1990)。在部份工時工作方面，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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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能夠減少曠職，提高生產力 (Boyer, 1993)，並對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的影響。

最後，在家工作的研究中，Glass and Estes (1996)的研究證明在產後被允許在家

工作的母親們，會有較低的離職率與較高的生產力。 

 

另外，在休假安排上，雇主提供婦女產假時間的長短決定婦女產後是否願意

返回工作 (Klerman &Leibowitz , 1995)，而育嬰假的提供會使得婦女更願意在產

後持續為原雇主工作 (Hofferth , 1996)。Heiland & Macpherson (2005)的研究則顯

示提供留職停薪讓員工照顧家人的工作場所會有較高的生產力，也就是說留職停

薪與高生產力呈正向關係。 

 

那麼在兒童照顧托育方面，兒童照顧措施的安排會間接影響工作與家庭衝突

所造成的曠職 (Goff, Mount & Jamison, 1990)，並影響公司的招募與員工保留 

(Kossek & Nichol, 1992)，女性員工也會更願意在產後繼續為原雇主工作 

(Hofferth, 1996)。在 Bevan, Kettley & Patch (1997)的研究中發現，雇主提供員工

托兒資訊服務（child care referral services）每支出一鎊的花費就能省下兩英鎊，

因為員工病假的缺席減少了此外，此外，兒童照顧的提供也可以有效降低人事流

動。 

 

整體而言，家庭支持方案對企業來說是有益的，因為企業不會增加太多的成

本，卻可以獲得更多的利益(Wolcott,1990)。企業對外可以利用家庭支持方案吸

引高品質的員工，對內則可以減少員工工作與家庭的壓力，保留有家庭責任之員

工，減少重新招募訓練新員工的成本。此外還可降低員工曠職、請病假等缺席的

生產力損失，並可以提高整體士氣與工作滿意度等。事實上，一份報告顯示世界

財富排名前五百名的企業中，就有三分之二的企業都設立了某種形式的家庭回應

政策，以保持勞動市場中的競爭力 (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 1991)。家庭支持

方案不僅能協助員工解決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對企業也有許多額外的好處，不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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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雙贏」企業福利。 

五、家庭支持方案的挑戰 

    雖然家庭支持方案為一種「雙贏」的企業福利，但是組織規模的大小、組織

性質為公部門或私部門都會影響企業是否決定實施或是實施的範圍。 

 

（一）組織規模 

    組織規模的大小可能會影響企業實施家庭支持方案的項目，第一，大企業可

能有專責的人力資源部門和職員來處理與注意工作與家庭的相關議題；第二，大

企業通常有更多的組織資源用於員工福利中，所以比其他中小企業更能夠提供成

本較高的福利項目，如企業內附設托兒所 (Morgan & Milliken, 1993)。 

 

實際上有許多研究指出，大型企業比較能夠提供兒童照顧與托育措施項目

(Glass & Fujimoto, 1995; Hayghe, 1998; )，且也較能提供相關的休假安排，不過，

在彈性工作時間與工作安排方面，組織規模小的企業比起大企業更能提供這類的

家庭支持項目 (Glass & Fujimoto, 1995; Miller, 1992; Wiatrowski, 1994; Hayghe, 

1998)。 

 

組織規模大小之所以會造成家庭支持方案實施項目的差異，主要是因為大型

企業和小型企業的體質不同。兒童照顧托育措施對企業而言，可以說是固定成本

的一種 (Auerbach, 1988)，而小企業的體質強調高靈活度、低風險與低固定成本，

且資源也比較不足，所以可能無法提供兒童照顧托育措施，不過正因為其靈活度

高，也比大企業較能夠實施彈性工作時間與安排的項目。 

 

此外，「合法性 (legitimacy)」的因素也會影響大企業是否決定實施家庭支持

方案。組織規模大且能見度高，導致大企業很容易受到政府、媒體和專業團體的

關注，並容易遭受到公眾的壓力(Dowling & Pfeffer, 1975; Meyer, 1979; P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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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因此，大企業一旦有什麼新的行動，都會立刻引起整體社會的注意。

Miles(1987)認為，一個大公司不但有責任採用新政策來因應社會變遷，並且因為

其營運的範圍與普遍程度，故對於整體社會有一定程度的影響。也就是說，大企

業因應社會變遷所實施的政策，會影響整體社會，也很可能會被其他的企業所仿

效。因此不論是資源上與合法性，組織規模大的企業比起組織規模小的企業更可

能選擇實施家庭支持方案，且實施的項目也比小企業更為多元與廣泛。 

 

（二）組織營利性質 

組織營利性質的不同，其家庭支持方案的實施也會有差異。較具有家庭敏感

度成份的組織，如政府部門或非營利性的社會福利組織往往會致力於家庭支持方

案，並藉由良好的實施以改善他們在公眾心中的形象( Friedman, 1990; Auerbach, 

1990)。Oliver (1991)認為工作與家庭的議題在公部門特別被強調，而且因為公部

門的組織目標是提供社會服務，且他們不特別著重經濟上的績效表現，因此他們

會回應社會福利。亦有學者認為，公部門也是工作家庭調整方面的改革先鋒，並

繼續發揚工作╱家庭的精神 (Goodstein, 1994; Kamerman & Kahn, 1987)。然而

Goodstein (1994)的研究結果並不支持上述的論點，不過之後 Ingram & Simons 

(1995)的研究則顯示公部門比私部門更能夠回應工作與家庭的議題。 

 

（三）工作╱家庭的組織文化 

    縱使組織內有完善的家庭支持方案，不過組織內部可能會對申請家庭支持方

案的員工給予職涯上的處罰，或是督導、上級暗示或明示不贊同員工申請 (Dex & 

Scheibl, 1998; Saltzstein, Ting & Saltzstein, 2001)，或是組織內有敵視家庭文化 (a 

family-hostile culture)，讓員工在使用家庭支持方案時感到不舒服  (Varuhas, 

Fursman & Jacobsen 2003)，則家庭支持方案只有低度的使用率，仍然無法有效解

決員工在工作與家庭方面的衝突。因此，組織文化的支持以及企業鼓勵平衡工作

與家庭的態度，都深深影響員工是否決定使用家庭支持方案的政策。當然，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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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視家庭的組織文化，還有工作╱家庭文化(work–family culture)也會影響家庭支

持方案的使用，不同的是，工作╱家庭文化有正面促進使用家庭支持方案的效果。 

 

工作╱家庭文化是組織積極支持並協助員工整合工作與家庭生活的一種信

念與價值，其內容包含三個面向：第一，組織對工時的規範與預期，若組織內有

過長的工時或是員工會把工作帶回家，那麼員工就無法盡到其家庭責任；第二，

避免有負面結果的職業生涯，應該避免讓使用家庭支持方案的員工在薪資、升遷

等方面受到不良的影響；第三，管理上的支持以及對員工家庭責任的敏感度

(Thompson, Beauvais & Lyness, 1999)。在 Thompson 等人(1999) 的研究中也證

明，在支持工作╱家庭文化組織中的員工，比起不支持工作╱家庭文化組織的員

工，較可能會利用家庭支持方案。 

 

家庭支持方案實施可能會產生的阻礙，如組織規模、組織營利性質以及工作

╱家庭文化都會在本研究的討論架構中，而本研究對工作╱家庭文化的測量將採

用 Thompson 等人(1999)的工作╱家庭文化量表進行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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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承諾 

 

一、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定義 

檢視有關組織承諾議題的文獻中發現，學者們對於組織承諾各有不同的定

義，截至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以下將列出各個學者對組織承諾的定義： 

 

（一）Becker (1960) 提出「承諾」的概念被用在職業生涯的研究中，可以解釋

為一個人在某個職業裡安頓下來，不再更換工作與職業，並致力達到該領域的特

殊職位。Becker 認為「承諾」可以看作從事「一貫路線的活動(consistent lines of 

activity)」，且因為已經做了一定程度的付出，若不繼續這項活動就會全盤皆輸；

用來解釋組織承諾時，「一貫路線的活動」就是指組織內的僱傭關係，也就是說

持續作為該組織的成員(Meyer & Allen, 1984)。Becker 所提出的組織承諾概念被

後來的學者稱為是「交換性」觀點的組織承諾，組織成員常會比較自己對組織的

貢獻，以及從組織所獲得之報酬的關係。如果成員經過計算評估，認為這種交換

過程對自己有利，那麼個人對組織之承諾就會提高；反之，則其對組織之承諾就

會降低。所以，基本上，這是一種交換的行為（黃英忠、余德成、林營松，1995）。 

 

（二）Etzioni (1961) 主張組織擁有超過個體的力量或權威，是源於組織中員工

投入的本質，而此一投入或承諾可以分為三種形式： 

 

1. 道德的投入 (moral involvement) ：一種正面與高強度的方向，基於組織目標

與價值的內化以及對權威的認同。當員工對組織活動變得更為投入時，是因為他

認為這個組織追求的社會目標是有用的。 

 

2. 計算的投入 (calculative involvement) ：一種低強度的關係，基於合理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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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報酬交換。也就是說，當組織的成員看到他們對組織的貢獻以及組織給予的報

酬間是一種有利或是公平的交換時，他們的組織承諾就更高。 

 

3. 疏離的投入 (alienative involvement) ：一種負面的方向，可見於剝削關係，在

此情況中，個體的行為是被壓抑的。舉例來說，在監獄中，囚犯們都「投入」於

這個組織中，但是這並不是他們自願的。 

 

（三）Kanter (1968) 認為「承諾」是社會行動者對於這個社會體系自願付出他

們的忠誠與精力，且在這個社會關係中他們是可以表達個人情感的。 

 

Kanter (1968) 並將組織承諾分為： 

1. 持續承諾 (continuance commitment) ：確保個體的認知有一個確定的方向，個

體在考慮成本與報酬之後，認為參加這個組織是有利可圖的。持續承諾是由犧牲 

(sacrifice) 與投資 (investment) 所構成，犧牲是為了成為這個組織的成員而放棄

的美好事物，投資則可以說是個人投注資源期望之後能在組織內獲取利益。當個

體瞭解到現在以及未來在這個組織內能後獲取利潤的時候，他必定會繼續留在組

織，否則他先前的犧牲與投資都是枉然。 

 

2. 凝聚承諾 (cohesion commitment) ：個體對於這個團體的情感與情緒的積累；

個體獲得情緒上的滿足是因為參與及認同這個彼此緊密結合的團體。凝聚承諾的

兩個重要的成份為放棄 (renunciation) 與共融 (communion) ，放棄是只屏棄其他

具有潛在破壞組織凝聚的聯繫，而強化個體對組織的關係；共融則可以界定為成

為整體之一份子的一種過程，也就是將自我與團體融合，為了與所有成員成為一

體而放棄獨立。 

 

3. 控制承諾 (control commitment) ：是社會控制或規範的承諾，確保個體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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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方向後，再重新定義其環境，以便於這個體制的要求能夠植入於個體的認

定裡面，並使個體服從權威。羞愧 (mortification) 與屈服 (surrender) 是控制承

諾的兩大要素；相對於強大的組織，羞愧特別強調個體的渺小，這個過程是在說

服個體若沒有組織的指導，則他就沒有什麼價值，那麼個體便會接受團體的指

揮；屈服是個體決策的力量中，威權體制的涉入對個體的指揮與意義。 

 

（四）Hrebiniak & Alutto (1972) 指出，「承諾」的概念主要是發生個體在組織內

長時間付出的現象，而長時間的付出與年資有正向關聯，付出時間越久，年資越

長，也意味著能獲取較多的組織資源，例如退休金或利潤分享計畫。 

 

（五）Porter, Steer, Mowday & Boulian (1974) 提出「組織承諾」是個體對於某特

定組織的認同與投入的強度，並包含三種要素： 

1. 組織認同：強烈的相信並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 

2. 努力意願：自願付出並致力於組織利益。 

3. 留職傾向：渴望持續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Porter 等人所提出之組織承諾為「心理性」觀點，「心理性」受到需求滿足理

論及雙因子理論的啟發，強調從激勵和自我實現來探討組織承諾（黃英忠、余德

成、林營松，1995）。 

 

（六）Allen & Meyer (1990) 將組織承諾分為： 

1. 情感性承諾 (affective commitment) ：被視為是與組織有關的一種強烈情感或

情緒，使得個體認同、投入並享受組織中會員關係。 

2. 持續性承諾 (continuance commitment) ：基於成本考量的承諾，此成本員工離

開組織有關。 

3. 規範性承諾 (normative commitment) ：員工對於組織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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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承諾的重要性 

Porter 等（1974）認為組織承諾可以顯示並評估員工對組織內工作滿意度的

關係，且與員工離職率也具有相當程度的關聯；在某些情況下，組織承諾甚至比

工作滿意度更能有效測量離職率。舉例來說，假如一名員工對於他的薪資條件或

督導非常不滿，那麼他可能會決定離開組織；也就是說當金錢對員工來是非常重

要的時候，在他對薪水有高度不滿但對工作各方面都很滿意的情況下，那麼組織

承諾就更適合來分析和預測這名員工會離職還是留下。此外，有許多其他重要的

工作行為研究如離職率、曠職和工作表現等，其實也與組織承諾有著密切的關係。 

 

三、影響組織承諾的因素 

    影響組織承諾的因素有很多，Mathieu & Zajac (1990)在其研究中曾經對早期

的文獻做歸納，提出影響組織承諾的因素亦有個人特性，如年齡、性別、教育程

度、與服務年資等以及組織特性，如組織規模等。回顧其他有關組織承諾之文獻

也證實上述幾種因素對組織承諾的影響，整理如下： 

（一）個人特性 

1.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對組織承諾的影響在許多研究文獻中顯示出不同的結果，在施慧敏

（2006）與蔡婷婷（2006）研究顯示教育程度與組織承諾為正相關；郭淑芳（2005）

的研究則顯示教育程度與組織承諾為負相關，曹采華（2002）與盧隆俊（2003）

亦有相同的研究結果，另外亦有許多實證研究顯示組織承諾不因教育程度之差異

而有顯著相關（黃英忠、余德成、林營松，1995；何如玉，2005；林清發，2002；

賴宗飛，2004；李衍新，2003；侯堂柱，2001）。 

 

2.服務年資 

文獻中關於年資對組織承諾的影響，大體上有一致的結果，許多研究證明越

資深者，其組織承諾越高（郭淑芳，2005；蕭仔伶、盧美秀，1996；曹采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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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堂柱，2001；陳永富，2004）。不過，在李衍新（2003）與侯堂柱（2001）的

研究結果則顯示年資差異與組織承諾沒有顯著相關。 

 

3.個人收入 

    陳永富（2004）曾以記者為對象，發現其薪資差異對組織承諾有顯著性影響，

李雪麗（1995）、蕭靜宜（1998）與蔡婷婷（2006）的研究亦發現收入與組織承

諾有正相關。但柯惠玲（1993）的研究則顯示收入與組織承諾成 U 型關係，即

與中等收入者相比，低收入和高收入者有較高的組織承諾。另外，在賴宗飛（2004）

的研究則是顯示收入與組織承諾沒有相關。 

 

4.學齡前子女數 

    在蔡婷婷（2006）的研究曾證明員工子女數目會影響組織承諾，子女數越多，

組織承諾越高。在子女年齡方面，李雪麗（1995）的研究發現子女年齡與組織承

諾有顯著相關，最小年齡子女在 7 至 12 歲這一組的員工其組織承諾高於 3 歲以

下這一組。由此可知，員工的子女數及子女年齡皆可能會影響員工的組織承諾。 

 

（二）組織特性 

1.組織規模 

關於組織規模與組織承諾的研究中，Mathieu & Zajac (1990)與蔡婷婷（2006）

發現組織規模大小對組織承諾有顯著性影響，但Steers (1977)、Stevens, Beyer & 

Trice (1978) 與徐永昌（1999）的研究則顯示組織規模大小與組織承諾無關。 

 

2.產業別 

    在產業別方面，蔡婷婷（2006）對高科技產業、一般製造業、服務業與金融

業等幾個產業進行組織承諾的研究，結果顯示出產業別的差異對組織承諾有顯著

性影響，其分析可能是不同產業所提供的薪資福利差異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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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家庭文化 

    工作╱家庭文化能夠使組織成為更理想的工作場所，且能積極影響員工對組

織做出承諾，並打算持續留任 (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然

而在實證上，Francesco & Thompson (1996)的研究結果也確實證明工作╱家庭文

化與組織承諾為正相關。 

以上影響組織承諾的個人與組織特性也將會在本研究中進行討論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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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後復工時機 

 

在檢視國外相關研究發現，「產後復工」一詞泛指兩種面向，一種是指請產

假的懷孕婦女在產假結束後返回公司報到，此時，懷孕婦女請產假的長度變與其

產後復工時機有關；另一種則是懷孕婦女離職後，暫時退出勞動市場在家照顧新

生兒，一段時日後再重返勞動市場謀職就業。本研究欲探討的產後復工時機為第

一種面向，針對還在職之懷孕婦女產後復工時機進行討論，懷孕婦女的產假長度

便是一項重要的議題。 

 

關於產假規定部份，各國有所不同。美國給予懷孕婦女十二週的產假，但產

假期間無任何工資或補貼；英國則給予十八週的產假，產假期間必須給予工資，

前六週為薪資的百分之九十，後十二週則有統一的費率 (Chester & Kleiner , 

2001)。所以依據前文，人力資本、配偶收入與子女數等各種因素都會讓懷孕婦

女決定是否要把產假請滿，尤其對美國的懷孕婦女來說，無工資的產假可能會促

使其提前結束產假，儘快返回工作崗位，但相對也有許多婦女就因此離開職場。

我國勞動基準法的規定是給予懷孕勞工八週的產假，並規定產假期間工資照給。

由於我國產假期間工資替代率為百分之百，且有許多雇主根本上就認定懷孕生子

是個人因素，已經給予懷孕婦女通融近兩個月不必上班，還需給全薪，在實務上

便有許多雇主在產假前或產假期間解僱懷孕婦女以規避產假工資的勞資爭議案

件，尤其某些公司因為規模小，一旦有人請假便人手不足，造成人力運用調度不

便，故無法讓懷孕婦女請滿八週的產假。在女性電子報第 57 期的一篇文章中就

提到「對於即將成為準媽媽的職業婦女們….自身的產假休的戰戰兢兢，不知雇

主何時會飄來關愛的眼神，希望能夠立即銷假提前上班」，顯見雇主對於我國的

產假規定不一定會完全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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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了產假八週可以讓準媽媽們在分娩前安心待產，分娩後能照顧新生

兒，若覺得八週不夠，我國兩性工作平等法也有給予育嬰假的規定，不過育嬰假

是留職停薪的，也就是請育嬰假的期間不無任何薪資或津貼的給予。 

 

    因此，在職懷孕婦女產後復工之選擇有以下可能： 

 產假後復工：懷孕婦女在產假八週結束後，銷假上班。 

 產假後延期復工：懷孕婦女在產假八週結束後，繼續請育嬰留職停薪照顧新

生兒，俟育嬰假結束後，銷假上班。 

 產假後不復工：懷孕婦女在產假結束後離職，未返回原公司上班。 

 

母親決定在產後復工的時機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人力資本理論則可以

用來解釋其中的幾項因素，茲分述如下。 

 

一、教育程度 

人力資本理論假設人們對其人力資本做投資，藉由改善能力與潛力以獲得更

高的工資 (Becker, 1964)，一般來說教育或職業訓練都是對人力資本投資的方

式。而產後的勞動力中斷可能會導致婦女因為缺乏這段空窗期的工作經驗，導致

未來的收入降低或者這段期間本身技能較少使用而變得不熟練或荒廢等等，造成

其人力資本貶值，所以投入較多人力資本的婦女，其離開勞動力的潛在成本越

高，那麼她就更不希望長時間離開職場。  

 

有許多研究證實，投入較多人力資本如教育程度高的婦女，產後的勞動力中

斷使其面臨的成本比教育程度低的婦女還高，因此在分娩後，教育程度高的婦女

會比教育程度低的婦女更快返回職場工作(McLaughlin, 1982; Greenstein, 1986; 

Hofferth & Curtin, 2003; Barrow, 1999; Berger & Waldfogel, 2004; Waldfogel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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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年資 

同樣的，懷孕婦女的年資越長，表示她們累積的工作經驗越多，且雇主對她

們的訓練與技能（即人力資本的一種）有較多的投入，則產後她們會較願意返回

原來的工作場所上班(McLaughlin, 1982)。Greenstein (1989)的研究結果證明工作

經驗會影響懷孕婦女產後返回工作場所的速度。 

 

三、個人收入 

若婦女產前是在高薪的工作，則放棄產前個人收入而選擇在家照顧新生兒

時，其機會成本會比較高，在衡量其工時的市場價值與家庭價值後，個人收入較

高的婦女會比較想在外工作。相較於個人收入較低的婦女而言，個人收入較高的

婦女會更快返回職場工作(Desai & Waite, 1991; Werbel, 1998)。 

 

四、配偶收入 

除了懷孕婦女的個人收入之外，母親產後是否返回工作尚須考慮到家庭的經

濟情況，因此配偶的所得高低便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Mott and Shapiro (1977)

的研究發現，配偶收入較高的婦女會有較低的勞動參與率，而配偶收入低的婦女

則會有較高的勞動參與率。也就是說，當配偶收入低時，婦女也必須同時外出工

作賺錢來共同負擔家庭開銷，家庭經濟的壓力是影響懷孕婦女產後就業的主要因

素之一 (Volling & Belsky, 1993)。Werbel (1998)的研究證實配偶收入越高，產婦

就業的可能性就越低；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證據顯示，家庭收入高的婦女會比較慢

返回工作(Hofferth & Curtin, 2003; Leibowitz, Klerman & Waite, 1992)。 

 
五、學齡前子女數 
    最後，家庭中學齡前兒童的人數也很重要。首先在年齡上，母親需要花費較

多的心力照顧年幼的子女，尤其是嬰兒，而且到子女達到就學年齡後，學校便可

以「免費」幫忙照顧這些兒童 (Klerman & Leibowitz, 1994))；第二，管教兩個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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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子女比管教一個還要來的複雜，而管教好幾個孩子又更為困難。因此，家中孩

童數越多也會增加母親在家中的時間，並且會延後母親返回原工作或是重新進入

勞動市場的時程 (Hofferth & Curtin, 2003)。在Hofferth & Curtin (2003) 的研究就

證明了學齡前子女數的多寡會影響懷孕婦女產後返回職場的速度。

 

    縱然學齡前子女數會影響懷孕婦女產後就業或返回職場的速度，但是在

1976 年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報告中顯示，1950 年有學齡前子女之已婚婦女的

勞動參與率是 12％，到了 1975 年則大幅上升到 42％，在 1996 年更達到了 62.7

％。在我國，民國九十五年的人力運用報告「子女年齡別有偶婦女勞動參與率」

的統計資料顯示，民國八十一年子女均在學齡前（即未滿六歲）之有偶婦女勞動

參與率為 41.21％，至民國九十五年則上升到 57.85％，其中子女均在三歲以下之

有偶婦女也有 56％的勞動參與率，而子女均為三歲以下且具有大學及以上之教

育程度之有偶婦女勞動參與率更達到 71.63％的程度，這些數據顯示，在近幾年

子女均在學齡前甚至均在三歲以下之婦女勞動參與率大幅增加，並隨著教育程度

的不同而有更高的勞動參與。 

 

影響懷孕產後復工的意願並非只限於以上的個人特性，因為願不願意回來這

個工作，理所當然的也會考慮工作場所相關的因素，組織特性的不同、組織文化

是否屬於工作╱家庭文化，或是組織提供的家庭支持方案多寡等等，都會影響懷

孕婦女在產後的復工意願。組織特性如組織規模、產業別等，都與雇主本身的資

源與動機有關，且會影響實施家庭支持方案的意願。Glass & Riley (1998)在其針

對懷孕婦女產後離職的研究中也提到，他們並不期待發現組織特性對產後離職的

直接影響，但是可以預期組織特性透過對家庭支持方案間接的影響產後離職。而

實際上，也有許多研究證明組織特性確實會影響家庭支持方案(Glass & Fujimoto, 

1995; Miller, 1992; Wiatrowski, 1994; Haygh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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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Glass & Riley(1998)也測試社會支持（其中有不少變數就是學者所

謂的「組織文化」），包含主管支持與同事支持等，是否對產後離職造成影響，結

果顯示這些社會支持對懷孕婦女產後離職有顯著影響且呈現負相關。然而在本研

究中關於工作╱家庭文化之測量所採用 Thompson, Beauvais & Lyness (1999)設計

的工作╱家庭文化量表，其量表內容構面之一「主管支持」與 Glass & Riley(1998)

研究的社會支持類似，故預期組織具有工作╱家庭文化對於產後復工會有所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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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庭支持方案與組織承諾、產後復工時機的關係 

 

一、家庭支持方案與組織承諾 

家庭支持方案主要是企業為了協助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減少工作家庭

間的衝突，當企業提供家庭支持方案被視為是企業對員工的關懷，象徵企業照顧

員工的積極表現，企業善待員工的形象，會影響員工並使其有較正面的情感回

應；Grover (1991)對此提出的解釋是，當組織（雇主）贈與這些福利，導致一種

公平知覺(fairness perception)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情感，尤其是那些受益的員

工，而這些好感也會轉化成對組織的忠誠以及價值的共享。 

 

在實證上，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的研究中發現被組織

重視與關心與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性承諾有正向的關係。另外，Grover & Crooker 

(1995)針對已婚婦女進行調查，發現家庭支持方案對員工的情感承諾與留職傾向

有顯著的相關，Thompson, Beauvais & Lyness (1999)的研究亦有相同的結果。不

過，Lyness, Thompson, Francesco & Judiesch (1999)對懷孕婦女進行的研究則顯示

給薪產假、產後工作保障與托兒措施等家庭支持方案對其組織承諾並無關聯。 

 

二、家庭支持方案與產後復工 

懷孕婦女決定產後是否要復工，除了前面提到幾項個人因素，如：年資、教

育程度、個人與配偶收入等之外，與工作有關的因素也是考量的範圍。其中若組

織提供某些工作福利，如：醫療保險和產假，能夠加強員工的穩定性，因為女性

員工可能不太願意離開這份曾經協助她經歷懷孕期的工作；而同意員工帶學齡前

子女到工作場所以及提供兒童照顧也增加懷孕婦女繼續就業的可能性。反之，若

工作場所限制重重且缺乏彈性，可能會讓懷孕婦女在產後離職 (Gla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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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erth (1996)也發現，一些雇主政策與婦女產後復工的時機有關，部份工

時工作、工作場所附設托兒所的提供，都能夠提昇懷孕員工產後復工的比例。

Darian (1975)則是發現部份工時工作以及在家工作的政策有助於女性員工產後

人力的保留。Schwartz (1989)發現，在女性勞工管理上，第一胎的誕生是個非常

重要的轉折點。她認為目前許多婦女在產後離職，正是因為產假的不足或缺乏托

兒設施、沒有部份工時工作或階段性復工。 

 

Glass & Riley (1998)對家中有新生兒之母親作有關轉業或跳槽的調查，他們

發現在工時短、休假多、提供彈性工作時間表與在家工作等政策的公司上班的懷

孕婦女，產後比較不會轉業或是離開勞動市場，並願意繼續留在原公司上班。而

轉業或跳槽的母親們，在選擇上會考慮更符合家庭需要或是更具有家庭支持之勞

動條件的工作或企業。另外，在他們的研究中也發現家庭支持方案能夠有效的降

低婦女產後離職的比例，這顯示出家庭支持方案不僅能夠吸引母親們就業，且還

能讓職業婦女在產後繼續留在原來的工作崗位。 

 

三、組織承諾與產後復工 

Lyness, Thompson, Francesco & Judiesch (1999)曾經指出家庭支持方案的實

施對提高懷孕婦女的組織承諾，也會使其產後能較快返回工作崗位，但是這項調

查並未研究組織承諾與產後復工時機之間的直接關係，而國內有關懷孕婦女的組

織承諾研究則付之闕如。 

     

不過懷孕婦女產後不復工，其實就等同離職，因此亦可從組織承諾與員工離職之

間的關係來試著推論組織承諾與產後復工的關係。Mathieu & Zajac (1990)認為組

織承諾與離職有關，國內的相關研究亦顯示組織承諾與離職為負相關（吳娟娟，

2001；張峰旗，2005），故可假設組織承諾的高低對產後復工時機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將在後面章節檢驗組織承諾與產後復工時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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